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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隆誉，自周公“制礼作乐”肇始，经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依仁游艺”，经孟子

宣扬“仁义礼智”、“与民同乐”，经荀子召唤“制礼限恶”、“作乐而教”，到《乐记》的全面、系统的总

结，礼乐思想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主流质素。从这个角度说，先秦时代是一个礼乐的经典时代。在先秦这个礼乐时

代的文化场内，论述周公、孔子、荀子、《乐记》礼乐思想的相对较多，惟有对孟子的礼乐思想却少有问津。本

文拟结合先秦礼乐时代的文化语境，对孟子的礼乐思想及其美学意义进行初步探究。 

  一、孟子述礼：以礼释仁。在孟子看来，礼是人禽分际的规范性标志，从而使“礼”有了人性这个终极性的

价值本源。孟子云：“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孟子强调的

“教”，指的是礼乐文化，教的内容是人伦关系。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

下》），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正是这种“几希”的差异，才得以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正是由于人之“近于禽

兽”，人与禽兽只有“几希之异”，为使人摆脱自然性、动物性与自在性的拘束，孟子云：“圣人有忧之，教以

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滕文公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以及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的确立与教

化，恰恰正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基点，说明人已摆脱了动物的自在性与生物性，于是“礼”便有了人性的本能与

自觉，或者说，“循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除了“人性”这个原点之外，孟子还进一步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进而升华为一种道德的自觉意

识。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礼乐道德规范背后的心理差别。孟子云：“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当然，单纯的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还只是人与动物的差别之一，还不是本源性的，因为动物也有爱幼、

亲子、同类相助等自然本性。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之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

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这样，能否将恻隐之类的心理感受常存于心，并发自内心去实

行，才是“人所以异于离兽”的根源，也是精英与庶众的差别。人所具有的这种道德自觉，并不是为了刻意地用

这些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而是为了把自己从动物界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或者说，通过“礼”而获得解放。 

  在将“礼”内化为人的一种情感心理之后，孟子还赋之以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下》）在孟子看来，人是先验地具有“仁、义、礼、智”这种内在的道德品质。孟子还说：“恻隐之

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告子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不仅说明了礼的内涵是“辞让之心”与“恭

敬之心”，也说明了礼不是外在的“节文”，而是内在固有的一种心理感受，它是超感性的先验本体与感性心理

的统一。李泽厚认为：“普遍的道德理性不离开感性的先验本性而又超越于感性，它既是先验本体同时又是经验

现象。”[1]可以说这是对孟子之礼的先验性的精确概括。 

  在“仁义礼智”四端之中，孟子重“仁义”而轻“礼智”。王夫之曾说“《孟子》七篇不言礼”，章太炎也

说：“孟子通古今，长于诗书，而于礼甚疏。他讲王政，讲来讲去，只有‘五亩之宅……勿夺其时’等话，简陋

不堪。”[2]孟子当然并非“不言礼”，但“礼”在《孟子》中仅出现68次，少于《论语》的75次。若考虑到《孟

子》一书字数近三倍于《论语》，就不难看出，孟子对“礼”远不如孔子重视。孟子之言“礼”，除道德规范意

义上的“礼”外，都是指具体的礼制和人际交往的礼节，很少涉及社会政治制度意义上的“礼”。之所以如此，

有其现实的历史背景，“氏族制度在战国时期已彻底破坏，‘礼’完全等同于‘仪’而失其重要性，所以孟子已

经不必要像孔子那样以‘仁’来解释‘礼’和维护‘礼’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仁政’说。”[1]另外，孟子

“于礼甚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义”相对于“礼”的地位在思想观念上的提升。郭店楚简中论“仁”多，述

“礼”少，这是孔子之后儒学发展的一个趋向，至少这一趋向在孟子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论语》中“义”仅

有24处，而《孟子》却多达108处。在孟子看来，“义”是从“礼”中分化出来的，是道德上的理性规范。孟子不

仅将“义”内化，而且极力提升了“义”的地位，将“义”与“仁”并称联用。《论语》中没有“仁义”、“礼

义”字样，而《孟子》中“仁义”一词出现25次，是“礼义”一词的5倍，“仁”、“义”联用的次数也远远多于

“礼”、“义”和“仁”、“礼”联用。对孟子来说，“仁”与“义”显然高于“礼”与“智”。正如孟子所说



的，“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还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

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不难看出，在孟子那里，“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完全为“义”所取代并

随着“义”的内在化而使这种规范成为“内省的自律”，“礼”也因之丧失对道德情感的约制、塑造功能而在道

德修养上仅成为“仁义”之“节文”，在一般社会行为中蜕变为具体的礼制与礼节。 

  假如说孔子是“以仁释礼”、“克己复礼”，“礼”是“仁”的旨归的话，那么孟子却是“以礼释仁”、重

“仁义”轻“礼智”，“仁”是“礼”的旨归。这是西周以来“礼”观念的重大推移与变迁，孔子的“仁”、

“礼”学说发展到孟子这里已演变为主要是“仁义”学说，“礼”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已不占重要地位。 

  二、孟子论乐：乐与民通。孟子虽不以乐论见长，但论“乐”的言论亦复不少，体现着他“与民同乐”、

“乐与民通”的礼乐思想。这点可从《孟子·梁惠王》中透出：一是肯定“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二是指出“独

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三是用百姓对待“王鼓乐”与“王田猎”的两种截

然不同的态度来“为王语乐”，得出“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结论。《孟子·梁惠

王》体现了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也是其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更彰显了孟子“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政

治理念，即如何用乐舞沟通王与民的关系以收买人心。孟子还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

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

下》）从这些论述之中，至少可以透出孟子的“乐”有两层含义：一是与“今之乐”、“古之乐”相对应的

“乐”（音乐），二是与“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相对应的“乐”（快乐与愉悦）。不管是从何种意义来

说，“乐”都是“王天下”的手段与媒介。 

  因此，孟子十分重视礼乐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及对道德情感的陶冶塑造功能，并与他的“性善”论和“仁

政”说联系起来了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矣。恶乎已，则不知足之

蹈之手之舞之。”（《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乐”的实质就是“乐仁乐义”，或曰以“由仁义行”为乐，

“乐”是为“仁义”服务的，而“仁义”又是为“王政”服务的。除了特别注重“乐”与仁义道德的关系外，孟

子既重视“德教”与“美育”，也重视“乐教”。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当然，孟子所谓的“仁声”，

按赵歧注云：“仁声，乐声雅颂也”，可见孟子所说的“仁声”就是以“仁义”为本的音乐。“仁声”之所以

“感人心深”，正是因为它是“仁义”道德情感的真实表现。以“仁声”为教谓之“善教”，它以真情感人，故

而能使人相亲相爱，并从而“得民心”。孟子为强调“仁声之入人也深”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善教”置于“善

政”也即他所提倡的“仁政”之上。这种从社会政治教化高度明确强调“仁声”、“善教”高于“善政”的观

点，是儒家美育思想前所未有的，也是先秦礼乐思想的一次突破。 

  另外，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看，孟子以“善变察今”的姿态将先秦的礼乐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指

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而且还认为“世俗之乐”同于“先王之乐”。宋代张九成在《孟子拾遗》中说“孟子谓

‘今之乐犹古之乐’，则与孔子‘放郑声’之意相反矣”。孟子规避孔子的“从周”之说与“复古之议”，将

“乐”的价值尺度由“从周”、“法先王”转移到“与民同乐”、“得民心”、“顺民心”上来。在他看来，只

要能“与民同乐”，“今之乐”、“世俗之乐”与“古之乐”、“先王之乐”可以具有同等的价值，即同样可以

“得民心”。当然，“与民同乐”强调的是“乐”的审美愉悦功能以及这种愉悦的社会共享性，而“入人深也”

的“仁声”强调的却是以情感人的道德教化功能，但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二者的政治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

行“仁政”而“王天下”。 

  三、孟子礼乐思想的美学意义。在孟子看来，礼是人的一种文化本性，乐是一种教化手段是“得民心”的媒

与“王天下”的术。从本质上说，礼的核心是“仁义”，“乐”的核心是“与民通”的“仁声”。但无论如何，

礼乐都是为施“仁义”与行“仁政”而构设的，所以，礼乐的根本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亲者、人

与身心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既然“仁义”是内在的，根源于人的本性，是人的一种自然感情，那它理所当

然地要成为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伦理关系的准则。“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

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接”（《告子下》），从构建完美社会关系与和谐

社会的角度讲，这种和谐的伦理美显得尤其重要。 

  在孟子看来，和谐的伦理美的最高境界是人格美。对人格美的高扬源于孟子对“仁、义、礼、智”的重视。

他认为，人生来就有善心，这种善心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萌芽，它们是人心固有的东西，是以

人的本性为根据的。然而孟子并不认为人生来就可以有完美的道德。善心只是完美的道德的萌芽。一个人要具有

完美的道德，还必须通过道德的修养，如依礼游乐、守礼正乐等，才能发挥固有的善性。孟子云：“可欲之谓

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



下》）这段话把人的道德修养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每个等级虽各

有其质的规定性，但依附“礼”、“乐”的“合和”却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孟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了

“圣人”这个等级，其人格美就能对社会风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故闻伯夷之风者，顽者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

不兴起也。”（《尽心下》）强调人格美的化育天下，强调人格美可以影响社会风尚，这是也许是孟子礼乐思想

最为重要的美学意义。 

  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审美的欲求和能力，明确提出了美感的共同性命题，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

光辉之谓大”、“目之于色有同美”的论断，进一步丰富了美学范畴。孟子云：“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

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焉，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意识是

说，人有共同的感觉器官，所以人有共同的美感；第二层意识是说，人的心也是相同的，所以人对理义必定有相

同的爱好。[3]人的美感确有共同性，相同的生理器官与对理义或礼乐的相同爱好，构成了这种共同美感的基础。

但是，人的美感不仅有共同性，而且有差异性，如时代差异、民族差异、阶级差异与个体差异等。这是孟子的局

限。 

  此外，孟子的礼乐思想还有着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这种功利化的礼乐观虽承于孔子却又是对孔子礼乐观

的补充与超越，从一定角度上说，是开了“文以载道”论的先声，也开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教之先

河。还有，孟子肯定“今之乐”与“世俗之乐”，那种去古今壁垒、去雅俗高下的卓见不能不说开启了“民间狂

欢”与“大众狂欢”的契机。他肯定礼乐的当下性与世俗性，已隐含了审美世俗化的发端。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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